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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摘要：在社会建构视角下，边界并非固化的界线，各种社会力量亦在持续塑造着边界的功能与特性。采用深度访

谈、实地调查和文本分析研究方法，从社会建构的视角，探讨了不同主体基于日常跨境实践对中英街边界的社会

建构，以及在此基础上的边境空间管控应对策略。结果发现，在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背景下，中英街的边贸

旅游经济发展为居民参与跨境小额贸易提供了契机，中英街居民的身份与水客的身份由此实现了高度的融合；

而在20世纪90年代内地实行市场经济及香港回归的背景下，中英街边贸旅游经济衰落，中英街地区居民的身份

与水客的身份逐渐分离。在此过程中，各主体响应边界管控政策变化，塑造了不同的边界生活空间。未来边界

管控政策的制定与实施，需要以理解边界空间的历史和现状为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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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界建构是边界研究的核心议题之一[1]。边

界并非不同政治实体的固化界线，而是在制度实

践和日常社会互动过程中被持续建构的结果[2,3]。

也就是说，边界具有社会建构的特性[4]，行政机构、

社会−空间关系之间的相互作用持续塑造边界的

功能与特性，而不同社会地位、情感认同与价值观

念的社会主体对于边界的建构也存在差异性 [5]。

边界社会主体内部及其与权力机构的互动产生多

样化的空间实践行为，也在动态改变边界对于社

会空间关系与社会文化意义的建构[6]。

在一国两制框架下，深圳与香港之间的边界

既不同于国家之间的边境，亦有别于国家内部的

地区边界[7]。深港跨境互动的广度和深度不断地

拓宽与深化，两地日益紧密的社会、经济联系促使

跨境人流、物流、资金流迅猛增长[8]。中英街是连

接深圳盐田区沙头角和新界沙头角的一条特殊街

道，东西两侧分别由深方和港方管治。中英街既

是英国侵占香港、租借新界的历史见证，又是中国

改革开放带来内地经济繁荣发展的缩影，亦是一

国两制的交接边界[9]。

本文从边界社会建构的视角出发，围绕跨境

过程中的社会主体与行政机构，以跨境群体的日

常空间实践为切入点，采用深度访谈、实地调查和

文本分析研究方法，探讨在一国两制背景下，中英

街地区的居民、水客及行政机构的互动过程与机

制，以及两类社会主体对于边界管控的应对和影

响所具有的共性与差异，重点关注日常跨境实践

对边界管控的影响。

11 研究视角和方法

11..11 研究视角研究视角

政治地理学最早关于边界的研究可追溯到

1897年Ratzel的“有机体理论”[10]。在传统的边界研

究中，边界被简单地定义为分隔主权领域的界线，

即被概念化为合理的或僵硬的“空间分隔物”[4,11]。

在 20世纪 90年代初的冷战结束与全球化加速等

宏观背景下，边界研究相关的新理论及概念不断

发展[12]。其中一种研究范式则将边界视为是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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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政治的建构[11]，而非理所当然的静态实体。在

建构主义视角下，边界本身及其功能与意义是在

不同的社会情境、空间关系及社会主体的话语与

实践中不断被差异化地建构[6]。Newman则指出，

边界研究不应局限于自上而下的视角，而需结合

自下而上的视角，关注边界的叙述与体验，以及边

界对人们日常生活实践的影响[13]。从社会建构视

角出发的边界研究，既涉及国家或地区等之间的

政治或领域边界，也包括宗教或族裔群体等之间

的社会文化边界[6,14,15]，本研究则主要聚焦于对前者

的探讨。

边民，即居住在边界地区的群体，是边界建构

中的重要社会主体之一。在塑造跨境空间，以及

对政治边界的协商、利用等方面，边界居民常常

表现出较强的能动性 [16]，如运用边界效应使得边

界在日常实践中作为生存战略、身份认同而被

“工具化”[17]。边民，作为国家及其行政机构以外

的普通社会群体，亦能重构边境地区日常生活的

社会-空间结构。唐雪琼等亦指出，边民与边界

管理者之间多元的双向互动与协商，共同塑造了

具有一定的灵活性和弹性化的边界管理模式 [18]。

王越平发现，边民通过市场网络和资本流动建构

了跨境种植经济空间，同时利用边界两边的文化

相似性与社会关联性建构了跨境社会、文化边

界，由此实现了边境空间的去“边界”化和再“边

界”化过程[19]。周雯婷等则指出，边境地区的生活

空间形成，是边民对边境两侧管理模式差异的不

断适应、调整以及主动利用的空间建构过程 [20]。

由此，日常生活空间的划分不再与政治边界保持

一致[21]。

边民开展跨境实践活动的内在动机源于基本

的生存需求 [18]，而跨境小额贸易（cross-border

small-scale/petty/shuttle trading）则是边民的其中一

种谋生方式，亦是许多边境地区日常生活的一部

分。以跨境小额贸易为职业的水客，在对边界政

策的遵守、适应与抗争中，持续重构着边境地区的

社会经济景观 [22,23]。跨境小额贸易可以理解为是

套利（arbitrage）的一种形式，即以流动实践的方

式，活用价格与汇率在时空上的差异[24]。Hung等

将这种商业实践活动中，小额贸易者的组织能力

与非正式网络的相结合概念化为“有组织的非正

式性”[25]。尽管社会网络中的个体在国家控制范围

之外开展经济活动，但国家设立了非正式实践开

展的条件，也由此决定了这类活动的局限性 [26]。

Doevenspeck 等将跨境小额贸易概念化为一种应

对风险与不确定性的手段，揭示出跨境贸易者与

边界互动过程中所具有的能动性与建构性[27]。En-

dres则提出用“腐败的例外”（corrupt exception）来

探讨在中越边境地区，国家机构与小额贸易者之

间的“小额腐败”的权力机制[28]。

可见，在与边界互动的过程中，边民与水客并

非被动地接受现有的边界内涵与边界管控逻辑，

而是持续调节其主观能动性以响应或重塑边界的

意义。也就是说，边界的内涵取决于不同社会群

体对于社会-物质空间关系的定义与再定义 [11]。

同时，不同社会主体赋予边界的内涵，及其跨境

实践的形式、需求和体验具有差异性 [6,29]，而这些

社会实践与话语又会共同影响边界空间与意义的

重构。然而，现有研究普遍模糊了边民、水客二

者的区别，忽视了两类主体的关系变化与互动进

程。多数学者在分析时或将二者视为单一的整

体，如统称为地方贸易者[30]；或将二者视为相互独

立的群体，如关注小额贸易者与导游及海关如何

互动以实现顺畅的跨境活动[31]，或聚焦小额贸易者

与亲友、其他贸易者、政府官员等的社会网络 [22]。

然而，边民与水客并非简单的对立互斥或包含与

被包含关系。边民与水客同边界的互动实践也时

刻渗透于二者的互动关系中，进而塑造了二者之

间的一种复杂且多变的社会关系。因此，探讨边

民和水客之间的日常跨境实践与互动关系，以及

二者共同重构边界空间与管控的机制，有助于进

一步理解当代边界建构过程的复杂性。鉴于此，

本研究主要探讨边民和水客之间，以及与行政机

构之间的互动机制，关注这两类社会主体对于边

界管控的响应及其共性与差异。重点围绕两个问

题：一是中英街地区的边界管控演化特点，二是

其中的水客和边民的日常跨境实践如何影响边界

管控？

11..22 研究方法研究方法

由于与边界相关的话题难以实施大样本量的

结构化访谈，本文选取深度访谈、实地调查和文本

分析3种研究方法，并于2016年6~7月逐步展开实

地调研的准备与实施。本文研究区为中英街地

区，包括中英街（港方中英街和深方中英街）与深

圳一侧的中英街居民区（图1的阴影区域），共有3

处边境关卡，即 3块界碑所在位置，以及两类深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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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界，即中英街边界（图 1b虚线）和港方中英街边

缘沿线的边界（图1b加粗实线）。中英街社区则由

深方中英街与中英街居民区所构成。据中英街社区

居委会2016年7月提供的数据：中英街社区面积约

0.17 km2，总人口为6 160人，其中户籍人口1 392人。

中英街居民，指的是中英街社区居民中的

中英街户籍居民；水客，则指将货物伪装成个人

物品运进内地，利用港澳免关税制度而实现逃

税的职业性群体 [25]。出于中英街地区户籍迁移

的严格管控，以及个体入户中英街地区的主观

意愿等原因，即使是长期于中英街地区工作、生

活的群体也未必是中英街户籍居民。这些实际

参与并影响中英街地区发展变化的非中英街户

籍群体，如相关行政人员等，对不同主体的日常

实践与互动关系有着深刻了解；同时，作为协助

跨境小额贸易活动开展的临时、非职业性群体，

普通游客对水客的跨境实践模式与内容亦有一

定了解，故也是获取针对研究问题所需信息的

重要访谈对象。

因此，为从多角度详细了解不同时期中英街

地区的管控措施，以及居民与水客的日常实践与

互动关系，本文选取的访谈对象包括中英街历史

博物馆的创馆馆长，中英街沙栏吓村的现任村长、

退休干部和原住民，中英街社区的新居民（20世纪

90年代后居住于此的）、务工人员、水客和游客等

（表1），并在各受访对象的访谈信息饱和后终止访

谈调研工作。访谈样本27人，年龄25~76岁，包括

在职工作者和退休者，访谈时间0.1~2 h。另外，研

究者也对中英街地区的商业、生活设施展开了实

地调查。最后，对于访谈转录文本的分析，则通过

关键词的提炼与话语内涵的归类概括为实证部分

的两大主题。

22 中英街的边界管控及其演化

中英街地区边界管控的发展过程可划分为 4

个阶段。

1） 20世纪50年代初之前：中英街形成初期的

宽松管控。1899年，中英双方依据《展拓香港界址

专条》到沙头角进行勘划并竖立界碑，中英街即起

源于勘界后形成的陆地边界线[9]。至20世纪30年

代，中英街的“华界”“英界”双方街区各有 50多间

店铺，成为今中英街的原型。由于当时未设边境

管理关卡，两地居民的日常活动并未受到过多制

约，形成了“有边无防”的局面[32]。

2） 20世纪 50年代初至 70年代末：政治经济

矛盾下的强化管控。1949年，港英政府施行《人民

入境统制条例》和《人口登记条例》，开始限制中国

内地人民进入香港。1950年，港英政府宣布深圳

与香港边境为禁区[32,33]。广东省政府则于 1951年

颁布了《关于往来香港、澳门旅客的管理规定》，开

始实施凭证出入境管理。1978年，广东省革命委员

会和广州军区联合颁发《毗邻港澳边防禁区管理规

定》[34]，规定由边防守备部队和边防检查站对进入沙

头角镇边防禁区的人员进行管理。在边界封锁的

影响下，中英街的商贸业发展受到一定限制。

3） 20世纪 70年代末至 90年代末：边界管控

松动与管控合作。1979年后，尤其是《中英联合声

明》签署后，粤港双方在边境管理方面的合作逐渐

经常化、制度化[33]。1983 年，两地双方签订《开放

中英街协议》，推动边贸旅游经济的发展[32]。1989

年，广东省下发《关于加强沙头角镇管理问题的批

复》，强调沙头角镇应按边防禁区进行管理 [9]。

a.中英街与中英街居民区所构成的研究区域；b.分别由深方和港方管治的中英街

图1 深圳、香港边界中英街地区示意两图

Fig.1 Chung Ying Street area between Shenzhen and Hong K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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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深圳市罗湖区正式成立中英街管理办公

室，管理中英街深圳一侧事务。

4） 20世纪90年代末至今：一国两制下的边界

管控合作深化。1997年香港回归后，中英街香港

一侧事务由香港特别行政区沙头角区乡事会管

理。2000年，深圳市沙头角镇边防禁区改名为“边

境特别管理区”。2001年，盐田区中英街社区居委

会成立。2002年，中英街管理办公室改为盐田区

政法委下属的事业单位。2003年，广东省公安边

防总队正式取消沙头角边境特别管理区宵禁。

2014 年，中英街管理局宣布成立，原先的中英街

管理办公室和社区工作站撤销[35]。2018年，《深圳

经济特区沙头角边境特别管理区管理条例》开始

施行。

33 水客的跨境实践及其对边界管控
的影响

33..11 跨境小额贸易开展的机遇与条件跨境小额贸易开展的机遇与条件

跨境小额贸易是边界所创造的一种额外机

遇[26]。中英街边界的边贸旅游经济发展，为水客的

非正式经济实践提供了有利的环境。20世纪80年

代，中英街成为改革开放商贸业的示范窗口，借助

通香港一街之便的地利，迅速崛起为依托香港的

“购物天堂”。中英街的边贸旅游经济发展过程可

总结为4个阶段（表2）[32]。

访谈对象No.5指出，每天进出中英街的人群，

八成以上是水客。水客最开始接触中英街的跨境

小额贸易，一般是通过亲戚朋友的介绍。这种利

用家庭纽带或熟人关系等社会资本，来建立以个

体间信任为基础的社会网络，是减少小额贸易风

险的一种重要方式[31]。

为拥有在中英街开展非正式经济活动的可进

入性，水客获取合法证件，即黄证的渠道有2种：一

是借助正式的雇佣关系。中英街地区的雇主具有

为其所雇员工申请黄证的资格。这种正式职业关

系为水客取得进入中英街地区的许可，并在其中

开展非正式经济实践提供了可能性和便利性。在

此过程中，正式与非正式经济活动高度相互交织，

二者作为一种经济的两方面而共同在一个连续体

上运作 [26]。如 No.12 上午在中英街地区的沙栏吓

肉菜市场卖鱼，下午则从菜市场小贩身份转为水

客身份；二是向中英街社区的居民或盐田区的居

民购买。中英街地区的务工人员和行政单位人员

等是严格禁止利用黄证从事小额贸易活动的，这

访谈对象

职业

证件

户籍

活动

范围

行政人员

务工人员

水客

职业托

游客

黄证

蓝证

中英街户籍

香港户籍

非中英街户籍

香港

香港沙头角墟

中英街地区

深圳

1

√

√

√

√

√

2

√

√

√

√

√

√

3

√

√

√

√

√

√

4

√

√

√

√

√

5

√

√

√

√

√

6

√

√

√

√

√

7

√

√

√

√

√

8

√

√

√

√

√

9

√

√

√

√

√

10

√

√

√

√

√

√

11

√

√

√

√

√

12

√

√

√

√

√

√

13

√

√

√

√

√

14

√

√

√

√

√

15

√

√

√

√

√

16

√

√

√

√

√

17

√

√

√

√

√

18

√

√

√

√

√

19

√

√

√

√

√

20

√

√

√

√

√

21

√

√

√

√

√

22

√

√

√

√

√

23

√

√

√

√

√

24

√

√

√

√

√

25

√

√

√

√

√

26

√

√

√

√

√

27

√

√

√

√

√

表表11 访谈对象的基本属性访谈对象的基本属性

Table 1 Attributes of interviewees

注：黄证的类型主要有：3个月有效的黄证（盐田区居民及中英街地区的务工人员等可申请）；半年有效的黄证（中英街地区的行政单位

或国企相关人员等可申请）；1 a有效的黄证（非中英街户籍但在中英街地区购房的人员等可申请）。蓝证是当天有效的一次性往返证件，深

圳户籍居民每周可申请1次，非深圳户籍居民每月或每3个月可申请1次，依据政策时有调整。因水客所持证件多为3个月有效的黄证，故

除特殊说明外，本文实证部分所指的黄证主要为3个月有效的黄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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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群体的黄证具有较小的可操作空间，相比之下，

居民的黄证则成为了水客另一个重要的合法证件

来源。根据 No.16 和 No.5 的访谈信息，中英街户

籍居民每一户可办理2~3张黄证，而作为盐田区的

一项优惠政策，盐田区户籍居民每一户亦可办理

1~2张黄证。当黄证的持有量超过居民所需时，在

经济利益的驱动下，部分居民选择将该证件作为

商品进行交易，每张黄证的售价约为1 500元。由

此，通过利用居民在合法证件获取上所具有的优

势，水客得以拥有开展非正式经济活动的基本资

格。综上，水客为获取边界可进入性所建构的非

正式网络，包含了多维度的复杂社会关系：与亲友

间的亲缘信任关系；与雇主间的正式职业关系；与

居民间的商业交易关系。

33..22 水客对于边界管控的适应与协商水客对于边界管控的适应与协商

水客对于边界的能动性利用与协商，亦是一

种持续响应与挑战行政机构边界管控实践的过

程。同时，边界管控政策并非是稳固不变的，而是

在应对特定跨境人流、物流变化的同时不断发生

转变和变化的[36]。

1）与小额贸易活动相关的人流管控，主要通

过边防部队对于黄证及蓝证申请程序的控制进行

调节。相关的文件管控手段使得行政机构控制

“合法”活动的实践得以合法化，是“微观形态”的

权力在边界建构过程中的展演[37]。虽然持有黄证

的水客 1 d可进出中英街 2次，但他们 15 d内只可

携带价值不超过 500元的商品出关。而持有蓝证

的游客尽管只能在或一周或 1个月或 3个月内于

办证当天进出中英街 1次，但每次允许带 3 000元

以下的商品出关。由此，游客成为了协助水客携

带商品出关的重要参与者。为控制水客利用合法

证件开展非正式经济活动的行为，边防办证中心

相应增加了水客获取黄证和利用蓝证的阻力，如

规定黄证的办理均须以单位的名义提交申请，并

适时调整蓝证的申请周期，限制水客对游客跨境

流动性的利用，签证制度所展演出的不稳定特性

由此构成了跨境实践的一个重要特征[38]：“以前可

以1个月办1次蓝证进来，水客则会每天到不同的

工厂召集人……，30 d之后又重新到第一个工厂找

人……，有段时间为了打击水客，证件就越来越严，

要3个月才能办一次，这样就很难找人了（No.2）。”

2）与小额贸易活动相关的物流管控，主要通

过海关对于过境货物的检查来进行限制。跨境小

额贸易中的合法与非法的边界是不稳定的，货物

的运输过程即包含了合法和非法的因素[24]。通过

权衡潜在的利润与风险，水客会让游客携带符合

官方规定的免税商品数额，并提供小票给游客以

塑造所携带商品是游客本人所购买的“合理自用”

商品的假象，进而将合法的商品通过躲避海关条

例的非正规渠道运输过境而最终用作交易的货

物。如果在商品过境检查过程中，海关要求开拆

商品包装进行查验的话，由于被拆封的商品无法

进行销售，水客会因此有较大亏损。为尽可能避

免相关损失与争端的出现，水客会获取相关的海

关值班信息，以清楚在哪一时间段的海关值班班

次是较易顺利携带商品出境的：“海关有 3 个班

（次），有 2个班是‘好人’，今天下午，明天一天，后

天上午，这3段时间都好做，后天下午的一班是‘坏

人’我们就不敢做（No.13）。”

3）对于小额贸易活动的边界管控，除了边防

与海关等中央和省级尺度的政府机构，还涉及市

级和区级尺度的行政力量：作为盐田区政府派出

发展阶段 经济状态

20世纪80年代

初期

20世纪80年代

中后期

20世纪90年代

中前期

20世纪90年代

末期

繁荣

衰落

经营模式

日用生活品经营为主

黄金等金银首饰经营为主

多种商品的混合经营

日用品、化妆品等零售业为主

具体表现

购物品以服装、食品等生活日用品为主。日平均入关游客数达3~4万人，最多

曾达10万人挤在长仅268 m的窄巷上

由于金饰时尚潮流的发展，以及计划经济时期香港与内地的巨大金价差，中

英街转入黄金销售旺盛期，每月的黄金交易量最高可达4亿港元

内地开始实行市场经济，中英街的“黄金热”逐步减弱，经营模式转为多种商品

的混合经营。中英街店铺多达200多间，日营业额最多可达400万元人民币

中英街的边贸旅游经济开始走向低落。在1997年香港回归以及内地改革开

放不断深入的背景下，中英街逐渐失去了原有的商业优势

表表22 中英街的边贸旅游经济发展过程中英街的边贸旅游经济发展过程

Table 2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of trade and tourism in Chung Ying Stre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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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的中英街管理局。管理局的行政人员通常会

在中英街地区内距离出入境通道不远处驻点，暂

时扣押疑似协助水客带货群体的证件，也会沿街

巡逻或在店铺门口驻点，打击水客“招揽”游客的

活动。面对中英街管理局对其在边境空间内的流

动性制约，水客也探索出了相应的规避方式。一

是减少带货量。如当发现两位局长当天都值班

时，便把原本打算带出关的货物，改为放到店铺门

口进行销售。二是适时给管理人员“发红包”。部

分行政人员会利用其职权“灵活”地设置正式管理

条例之外的潜规则，而水客通过贿赂也可以使其

非正式活动在正式制度中适当地被默许为“合法

的”行为。可见，正式部门的主体亦是非正式经济

的一部分，双方的主体都能从这一混合关系中获

益[26]：“他想抓就抓……（被）抓了以后会去拿一些

钱分给他，他是要钱，就是说你以后要‘识做’。过

年、中秋就给个100元红包（No.13）。”

44 居民的跨境实践及其对边界管控
的影响

44..11 居民与水客间的身份融合与分离居民与水客间的身份融合与分离

在转型背景下，非正式活动作为一种谋生方

式被广泛接受为一种日常的经济实践[26]。居民身

份与水客身份的融合与分离，即居民参与跨境小

额贸易的演变历程，所映射出的是他们能动适应

社会经济发展形势变化的过程。

改革开放后，以渔农为生的沙栏吓村村民都

成了居民。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初，中英街居

民的谋生方式主要有：前往香港打工；在中英街地

区的居委会工作；在中英街地区经商，主要为代购

港货和赴港卖菜。在内地尚处于物资配给制时期，

中英街率先实行市场化经济，给居民开展跨境小额

贸易创造了特殊的机遇与便利。首先，当时“沙头

角禁区”通行证的办理程序繁琐且额度有限[32]，而中

英街居民凭借黄证即可进出中英街采购内地稀缺

的物品。为满足内地其他群体的消费需求，当时

能够办理黄证的居民、工作人员、务工人员等多有

从事代购活动：“那时的衣服卖 30港币左右，非常

抢手……一件衣服最少可以赚 5~10元（人民币），

当时我们的工资也就 400 元（人民币）左右

（No.6）。”其次，深圳政府从香港争取到一些小额

贸易指标，鼓励居民开展小额贸易[32]。中英街居民

可以把自己生产的或从深圳采购的蔬菜、农副产

品等卖到香港，能够免去报关、检验、雇车等时间

和费用，进而通过赚取差价维持生计。但之后在

香港回归与内地改革开放不断深入的背景下，中

英街的商业经济开始走向低落，目前已少有居民

从事代购港货或赴港卖菜。

需说明的是，中英街居民的谋生方式中，没有

在中英街开店进行正式贸易活动这一选择：一方

面，在行政力量的主导下，中英街居民被排挤在深

方中英街经营体系之外。20世纪 80年代，深方中

英街店铺的经营方式以国营和集体承包为主，只

能以集体、公司或单位的名义申请营业执照，当时

的中英街居民无法获得牌照开展商贸活动。另一

方面，在部分个体社会力量的主导下，中英街居民

缺乏被纳入港方中英街经营体系的竞争优势。港

方中英街的店铺产权私有，21世纪之后以租赁制

为主。在经济利益的驱使下，港方店铺的香港人

所有者更愿意将店铺出租给较有钱的非中英街户

籍内地商人。

总之，在改革开放背景下，小额贸易作为中英

街边贸旅游经济发展所提供的一种额外机遇，成

为了中英街居民的重要谋生方式之一，居民的身

份与水客的身份由此实现了高度的融合：一方面，

居民身份向正式贸易者身份的转变受到阻拦。中

英街居民缺失了嵌入在其身份中的一种边界权

利，即以中英街原住民的身份地位，获取参与中英

街正式商业贸易活动的权利。另一方面，居民身

份向水客身份的转变简易可行。中英街地区的居

民在证件获取等方面占据上风，他们参与跨境小

额贸易具有可行性、便利性和经济性等优势。在

20世纪90年代内地实行市场经济以及香港回归的

背景下，中英街的边贸旅游经济日益衰落，中英街

地区居民的身份与水客的身份逐渐分离。但在分

离后，居民在证件获取上依旧属于优势方，水客则

利用居民的这种优势获得合法证件以开展非正式

经济活动。

44..22 居民对于边界管控的适应与协商居民对于边界管控的适应与协商

当行政机构对于边境空间的“净化”（purifica-

tion），与居民的多元跨境需求发生错位时，居民的

日常生活实践则会遭受重重阻碍。这映射了现代

国家治理术的一个基本特性，即将动态的、多样的

和隐晦的复杂进程简单化和标准化[39]。

如今，中英街地区居民的身份与水客的身份

基本分离，而行政机构为控制小额贸易活动所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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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的较为严格的边界管理，也给中英街居民的日

常生活带来了诸多困扰，主要包括：① 外来人员

与车辆的限制。如居民所请的维修工人通常是非

深圳户籍居民，根据政策规定只能每月或每3个月

申请1次蓝证进入中英街地区，而居民的家电可能

在该时间段内需再次维修，此时则需要与边防部

队进行协商，申请给予维修工人额外的通行许

可。即使是居民的内地家人亲戚来探访，也受限

于 1 个月申请一次 7 d 有效的探亲证。车辆的进

出方面则规定从凌晨零点到上午 7点不得通行。

② 居民所带物品的限制。根据海关规定，居民每

天只可携带价值不超过500元的商品出关，且18:00

之后不得携带商品出关，这与部分居民探访亲友

等活动所需携带的商品数额与时间会存在冲突。

同时，居民一次性携带出关的金额不得超过 2 万

元，这给经商居民的存取款活动造成了较大不

便。此外，居民不得携带超过“合理”范围的牲畜

与家禽等，否则需提交相关说明与申请。

面对日常跨境实践中的一系列制度性约束，

居民则会通过利用、获取和要求更好的资源、设施

与制度，来表达并拓展其能动性[16]，由此争取监管

的最小化和流动性的最大化。与水客以个体或群

体形式直接同各行政机构互动不同，居民日常生

活各方面的调节，主要经由中英街社区居委会这

一“中介”，与其他行政机构就管控措施的更改或

调整进行协商，主要包括：一，人员车辆的管理。

随着中英街边贸旅游经济的发展，进出中英街地

区的人车数量与成分变得多且杂，但相应的通关

系统却仍未进行完善，居民、游客、务工人员等均

拥挤在相同的出入境通道。同时，仅部分行政单

位的车辆具有通行资格。后经协商，边防部队针

对出入境的基础设施进行优化，开设了专门的居

民通道，并逐渐允许居民的车辆申请进出通行

证。二，居民携带物品的管理。在非典时期，动物

检疫规定任何家禽均不得进入中英街地区，而在

非典时期结束之后，政策却未相应地放开。后经

与动检的多届领导协商，才开始有限度地放开，允

许居民到指定地点购买家禽。同时，在节假日时

期，考虑到居民携带商品出关作为赠礼的需求，海

关则会适当增加居民可携带出关的商品数额。

可见，在“边境特别管理区”“合理自用”等概

念缺乏明确界定的背景下，行政机构的具体边界

管控实践，往往需要依靠有别于正式法律条例的

特殊“不成文法”而展开。这种正式性、非正式性、

弹性与随机性兼具的边境空间治理模式[40]，是行政

机构为响应居民多样且复杂的跨境流动性需求，

而对边境空间秩序所做出的灵活调整。由此，在

居民与边境管理者的日常互动过程中，边界渗透

性的强弱在不同社会-空间情境下于相对开放与相

对封闭之间不断波动。

55 结论与讨论

本文以中英街地区为案例，从边界社会建构

的视角，探讨不同主体基于日常跨境实践对中英

街边界的社会建构，以及在此基础上的边境空间

管控应对策略。研究结论如下：中英街地区的边

界管控政策是在响应不同时期的社会-经济发展

形势中不断调整变化的，在行政机构与水客、居民

的持续互动过程中，边界管控都呈现出正式性、非

正式性与灵活性相融合的特征。水客通过亲缘信

任关系、正式职业关系、商业交易关系所建构的非

正式网络来能动应对多尺度的边界管控，居民则

主要经由中英街社区居委会这一“中介”，与其他

行政机构就其多元的日常跨境诉求积极进行协

商。由此，边界的可塑性得以展演，边境地区的社

会-空间秩序亦不断地被重构。

如何理解不同社会主体的边界建构共性与差

异？本文提出关注各社会主体本身的身份差异，

以及由身份差异所形成的“势差结构”：首先，社会

主体本身的身份属性，以及社会主体间的身份差

异都是不断被建构的。即是在行政机构主观的识

别与分类后被贴上的身份标签，并由行政机构在

不同情境下对不同身份属性的跨境群体赋予不同

的边界权利，进而形成了身份上的“势差结构”。

由此，身份的差异蕴藏着或象征了权利的差异。

其次，这也意味着，身份的差异是可以被利用的，

即在身份“势差结构”中所蕴含的权利，既可以被

处于优势的社会主体本身所利用，亦可以被处于

劣势的主体所借用甚至夺取。因此，不同社会主

体间的身份融合与分离，体现了各主体响应边界

景观变化的能动性。这种对身份差异的利用，成

为了不同社会主体间的一种共性。当不同社会主

体的身份从融合演变为分离时，他们与边境空间

的关系则逐渐从共享转为争夺，进而不断重塑边

境地区的社会-空间关系。

在边界研究中，已有学者针对不同社会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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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具有的边界权利差异性，以及这种差异性的建

构特性展开讨论。如 Weiss 提出“差异渗透性”

（differential permeability）的概念，认为并不是每个

人都能获取一样的边界资源。不同社会主体所拥

有的跨境机会不同，利用边界的程度也就不同[41]。

Wonders则用“边界展演性”（border performativity）

的概念来分析国家对于移民与游客这两类不同跨

境群体的响应，指出“非法”群体的建构是半渗透

性边界建构过程中的一种重要管控手段[36]。然而，

少有研究认识到，社会主体具有利用这种被建构

的边界身份权利差异的能动性，以及在此过程

中，不同社会主体所形成的持续变化的社会关

系。本文则通过身份“势差结构”的概念，进一步

指出：① 社会主体并不是消极地接受行政机构所

赋予的不同身份标签与相应的边界权利，而是在

不同情境下能动地利用、改变甚至挑战这种被建

构的差异性，进而不断调整和满足其复杂且多变

的跨境流动性需求。这种利用边界身份差异的能

动性，构成了不同跨境群体间的一种共性。② 与

Newman 的观点不同[42]，本文发现，边界的开放并

不一定就有利于缓解被社会建构的差异的摩擦或

冲突。也就是说，在具有一定弹性的边境管理模

式中，边界渗透性的增加对于被建构的差异的矛

盾是否缓和或激化，取决于不同社会主体的身份

融合与分离动态关系。即若不同主体的身份从融

合演变为分离时，他们与边境空间的联系则逐渐

从融洽的共享关系转变为紧张的竞争关系。

综上所述，本文认为，社会建构视角下的边界

研究，需要关注不同社会主体对于边界管控的应

对和影响所具有的共性与差异。在实践层面上，

本文指出，社会主体具有利用身份“势差结构”的

能动性。因此，未来深港边界管控政策的制定与

实施，需要以理解边境空间的身份“势差结构”现

状及其演变进程为前提。

参考文献参考文献（（ReferencesReferences）：）：

[1] Laine J P. 当代全球化背景下的边界和边界景观[J]. 地理科学

进展, 2017, 36(12): 1531-1539. [Laine J P. Borders and border-

scapes under contemporary globalization. Progress in Geogra-

phy, 2017, 36(12): 1531-1539.]

[2] Johnson C, Jones R, Paasi A et al. Interventions on rethinking

‘the border’in border studies[J]. Political Geography, 2011, 30

(2): 61-69.

[3] Yndigegn C. Reviving unfamiliarity—The case of public resis-

tance to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Danish-German Euroregion

[J]. European Planning Studies, 2013, 21(1): 58-74.

[4] Diener A C. Borders: 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1-81.

[5] Cassidy K, Yuval-Davis N, Wemyss G. Debordering and every-

day (re)bordering in and of Dover: Post-borderland border-

scapes[J]. Political Geography,2018,66:171-179.

[6] 唐雪琼, 杨茜好, 钱俊希. 社会建构主义视角下的边界——研

究综述与启示[J]. 地理科学进展, 2014, 33(7): 969-978. [Tang

Xueqiong, Yang Xihao, Qian Junxi. Conceptualizing border

from a social constructionist perspective: Current progress and

implications for future research. Progress in Geography, 2014,

33(7): 969-978.]

[7] 杨春. 多中心跨境城市一区域的多层级管治——以大珠江三

角洲为例[J]. 国际城市规划, 2008, 23(1): 79-84. [Yang Chun.

Multi-level governance of the polycentric cross-border city-re-

gion: The case of the Greater Pearl River Delta, China. Urban

Planning International, 2008, 23(1): 79-84.]

[8] Chun Y. Multilevel governance in the cross-boundary region of

Hong Kong-Pearl River Delta, China[J]. Environment and Plan-

ning A, 2005, 37(12): 2147-2168.

[9] 深圳市盐田区档案局. 中英街志[M]. 北京:方志出版社, 2011:

1-80. [Shenzhen Yantian Archives Office. Chorography of

Chung Ying Street. Beijing: Chorography Pressing, 2011: 1-80.]

[10] Minghi J V. Boundary studies in political geography[J]. 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1963, 53(3):

407-428.

[11] Newman D, Paasi A. Fences and neighbours in the postmodern

world: Boundary narratives in political geography[J]. 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 1998, 22(2): 186-207.

[12] Paasi A. A border theory: An unattainable dream or a realistic

aim for border scholars?[C]//Wastl-Walter D. The ashgate re-

search companion to border studies. Farnham: Ashgate, 2011:

11-31.

[13] Newman D. The lines that continue to separate us: Borders in

our ‘borderless’world[J]. 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

2006, 30(2): 143-161.

[14] Newman D. Contemporary research agendas in border studies:

An overview[C]//Wastl-Walter D. The ashgate research com-

panion to border studies. Farnham: Ashgate, 2011: 33-47.

[15] Ferdoush M A. Seeing borders through the lens of structuration:

A theoretical framework[J]. Geopolitics,2018,23(1):180-200.

[16] Lamb V.‘Where is the border?’—Villagers, environmental con-

sultants and the‘work’of the Thai-Burma border[J]. Political

Geography, 2014, 40: 1-12.

[17] 张和强, 刘云刚. 金门的边界身份认同初探[J].地理科学进展,

2017, 36(12): 1521-1530. [Zhang Heqiang, Liu Yungang. Bor-

der identity of Quemoy. Progress in Geography, 2017, 36(12):

1521-1530.]

[18] 唐雪琼, 杨茜好, 钱俊希. 流动性视角下边界的空间实践及其

意义——以云南省河口县中越边境地区X村为例[J]. 地理研

1079



地 理 科 学 39卷

究, 2016, 35(8): 1535-1546. [Tang Xueqiong, Yang Xihao,

Qian Junxi. Meanings and practices of borders from the per-

spective of cross-border mobility: A case study of village X,

Hekou, Yunnan at the Sino-Vietnamese borderlands. Geographi-

cal Research, 2016, 35(8): 1535-1546.]

[19] 王越平. 去“边界”化与再“边界”化: 空间建构视域下的跨境

种植研究——以河口县坪坝村为个案[J]. 思想战线, 2015,41

(4): 62-67. [Wang Yueping. De-bordering and re-bordering: A

case study of cross-border plantin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pa-

tial construction. Thinking, 2015, 41(4): 62-67.]

[20] 周雯婷, 刘云刚, 吴寅姗. 一国两制下的深港跨境生活空间形

成—— 以 中 英 街 地 区 为 例 [J]. 地 理 研 究, 2018, 37(11):

2288-2304. [Zhou Wenting, Liu Yungang, Wu Yinshan. Border

space construction between Shenzhen and Hong Kong based on

the‘One Country, Two Systems’policy: A case study of Chung

Ying Street area.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18, 37(11):

2288-2304.]

[21] Durrschmidt J.‘They're worse off than us’— The social con-

struction of European space and boundaries in the German-Pol-

ish twin-city Guben-Gubin[J]. Identities, 2002, 9(2):123-150.

[22] Phadungkiati L, Connell J. Social networks as livelihood strate-

gies for small-scale traders on the Thai-Lao border[J]. Austra-

lian Geographer, 2014, 45(3): 375-391.

[23] Endres K W. Constructing the neighbourly "other": Trade rela-

tions and mutual perceptions across the Vietnam-China border

[J]. Sojourn Journal of Social Issues in Southeast Asia, 2015, 30

(3): 710-741.

[24] Bruns B, Miggelbrink J. Introduction[C]//Bruns B, Miggelbrink

J. Subverting borders: Doing research on smuggling and

small-Scale trade. Wiesbaden: Verlag für Sozialwissenschaften,

Springer, 2012: 11-19.

[25] Hung E P W, Ngo T W. Organised informality and suitcase trad-

ing in the Pearl River Delta Region[J]. Journal of Contempo-

rary Asia, 2018, 49(2): 1-21.

[26] Bruns B, Miggelbrink J, Müller K. Smuggling and small-scale

trade as part of informal economic practices[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ociology & Social Policy, 2011, 31(11/12): 664-680.

[27] Doevenspeck M, Mwanabiningo N M. Navigating uncertainty:

Observations from the Congo-Rwanda border[C]//Bruns B,

Miggelbrink J. Subverting borders: Doing research on smug-

gling and small-scale trade. Wiesbaden: Verlag für Sozialwis-

senschaften, Springer, 2012: 85-106.

[28] Endres K W. Making law: Small-scale trade and corrupt excep-

tions at the Vietnam-China border[J].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2014, 116(3): 611-625.

[29] Lin G C S, Tse P H M. Flexible sojourning in the era of global-

ization: Cross-border population mobility in the Hong Kong-

Guangdong Border Region[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

Regional Research, 2005, 29(4): 867-894.

[30] Turner S. Borderlands and border narratives: A longitudinal

study of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for local traders shaped

by the Sino-Vietnamese border[J]. Journal of Global History,

2010, 5(2): 265-287.

[31] Egbert H. Cross-border small-scale trading in south-eastern Eu-

rope: Do embeddedness and social capital explain enough?[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 Regional Research, 2006, 30

(2): 346-361.

[32] 孙霄. 从封闭走向开放: 中英街的形成与变迁[M]. 深圳报业

集团出版社, 2008: 85-225. [Sun Xiao. From closed to open:

The formation and transformation of Chung Ying Street. Shen-

zhen: Publishing House of Shenzhen Press Group, 2008:

85-225.]

[33] 广东省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 广东省志·粤港澳关系志[M].

广东人民出版社, 2004: 96-125. [Local Chronicles Compila-

tion Committee of Guangdong Province. Guangdong Provincial

local records·Records of relations between Guangdong, Hong

Kong and Macao. Guangzhou: Guangdo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04: 96-125.]

[34] 广东省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 广东省志·公安志[M]. 广东人

民出版社, 2004: 368-427. [Local Chronicles Compilation Com-

mittee of Guangdong Province. Guangdong Provincial local re-

cords·Records of public security. Guangzhou: Guangdong Peo-

ple’s Publishing House, 2004: 368-427.]

[35] 深圳盐田政府在线. 盐田区中英街管理局[N]. 2017-09-11.

[Shenzhen Yantian District Municipal Government Online.

Chung Ying Street administration of Yantian District, 2017-09-

11.]

[36] Wonders N A. Global flows, semi-permeable borders and new

channels of inequality[C]//Pickering S, Weber L. Borders, mo-

bility and technologies of control. Netherlands: Springer, 2006:

63-86.

[37] Torpey J. The invention of the passport: Surveillance, citizen-

ship and the state[M].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1-3.

[38] Cordova J. Crossing the world's busiest border: Transborder

commuters, performance, culture and superación[D]. San Di-

ego: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2010.

[39] Scott J C. Seeing like a state: How certain schemes to improve

the human condition have failed[M]. New Haven: Yale Univer-

sity Press, 1998: 1-8.

[40] ChanYW. Trade and tourism in Lao Cai, Vietnam:Astudy of Viet-

namese-Chinese interaction and borderland development[D].

Hong Kong: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2005: 155-175.

[41] Weiss A. Crossing conflicting state boundaries: The Geor-

gian-Abkhazian ceasefire line[C]//Bruns B, Miggelbrink J. Sub-

verting borders: Doing research on smuggling and Small-Scale

Trade. Wiesbaden: Verlag für Sozialwissenschaften, Springer,

2012: 11-19.

[42] Newman D. On borders and power: A theoretical framework[J].

Journal of Borderlands Studies, 2003, 18(1): 13-25.

1080



吴寅姗等：边界管控中的跨境社会建构：深圳中英街的案例7期

Construction of Transbodering Social Community Beyond the Border ControlConstruction of Transbodering Social Community Beyond the Border Control
System of Hong Kong-Shenzhen: A Case Study of Chung Ying StreetSystem of Hong Kong-Shenzhen: A Case Study of Chung Ying Street

Wu Yinshan1, Liu Yungang2, Zhou Wenting3

(1.School of Geography and Planning, Sun Yat-se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275, Guangdong, China; 2.School of Geography, South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631, Guangdong, China; 3. School of Tourism (Sino-French College of Tourist) Guangzhou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006, Guangdong, China)

AbstractAbstract: From a social constructionist perspective, borders should not be simply stabilized into fixed lines. In-

stead, borders are socially constructed. The functions, meanings and features of borders can be continuously

(re)constructed through the interactions between political authorities and social subjects. Besides, social sub-

jects are far from a unitary and homogenous group. People of different social identities have accorded abun-

dant and unique meanings to borders. After reform and opening up, the tourism commercialization process of

Chung Ying Street between Hong Kong and Shenzhen, China, occupies important positions in the daily bor-

der-crossing practices of different social subjects in Chung Ying Street area. Drawing on in-depth interviews,

participant observation and textual analysis, this paper chooses the case of Chung Ying Street area. Based on

the theoretical insights of social construction, this paper explores both the complex interactions between differ-

ent social subjects during their everyday border-crossing practices and the control mechanism of the border

space. This paper finds out that under the context of institutional transition and social transformation in the

1980s, the tourism commercialization process of Chung Ying Street offered extra chances for residents to par-

ticipate in cross-border small-scale trading. In this way, the identities of both residents and cross-border

small-scale traders in Chung Ying Street were highly integrated. Reasons for such a high degree of syncretism

can be summarized as follows: on the one hand, the identity change from residents to formal traders was

stopped by interference. On the other hand, it was a simple and practical approach for the residents to become

small-scale traders. Furthermore, with a background of the transfer of sovereignty over Hong Kong as well as

the set-up of market economy system in the mainland during 1990s, the declining economy of Chung Ying

Street precipitated the separate identity of residents and small-scale traders. However, the latter were still able

to take advantage of the residents’cross-border passes to conduct informal economic practices. To sum up, the

innovative contributions of this paper lie in two aspects. On the theoretical level, this paper suggests that the

identity integration and separation of social subjects implies their agency in response to the changes of border

landscapes. During such responses, each individual tends to make every possible use of the border rights em-

bedded in the‘potential disparity structure’of identity. The utilization of identity discrepancy becomes a com-

mon character shared by different social subjects. On the empirical level, this paper points out that the enact-

ment and implementation of Hong Kong-Shenzhen border control policy should be premised on the under-

standing of the status quo and evolution process of the‘potential disparity structure’of identity in the border

space.

Key wordsKey words: border construction; borderland; social construction; border control; Chung Ying Street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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